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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需终结的命题
——“中国演剧体系”的源流、争议与当代价值

摘要：本文以“中国演剧体系”命题的学术争议为切入点，系统梳理了其自 20

世纪 40年代提出以来的发展历程，指出该命题肇始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在

中国的传播与本土化进程，丰富于 60年代对传统戏曲的重新认识与“向传统学

习”的文化热潮，回归于新时代“话剧、戏曲、曲艺”三位一体的学科建设和表

演艺术的多元融合。同时，通过类比“三大戏剧体系”争议的历史启示，本文强

调“中国演剧体系”作为开放性理论框架的当代意义——概念的模糊性恰为戏剧

的多元实践创新提供施展空间。研究主张，应延续而非终结围绕该命题的学术争

鸣，以历史的动态视角推动中国演剧理论与实践的双向奔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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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 4月 21日，中央戏剧学院院长郝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《创造最新

最美的戏剧艺术（高峰之路）——谈“中国演剧体系”构建》。在文中，他初步

阐述了自己对当代戏剧工作者历史使命的理解，并呼吁将前辈们为构建“中国演

剧体系”孜孜以求的理想转化为当代现实。[1]在这之后，一系列围绕“中国演剧

体系”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截至 2025年 3月 7日，在中国知网上以

“中国演剧体系”为主题检索，共收录 68篇相关文献。如果使用知网工具对这

些文献进行计量可视化分析，结果（见图 1）显示：自 2021年起，该主题的研

究发文量呈现稳步增长态势，每年的发表文献数量均已超过 2020年以前的峰值

（2018年的 6篇）。由此可见，“中国演剧体系”已成为 21世纪 20年代最受

关注的研究主题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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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以中国演剧体系为主题的计量可视化分析-发文量年度趋势

值得注意的是，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为《中国演剧体系的探索及其终结》，

此文提出：“中国演剧体系”这一源自话剧民族化进程的理论命题，随着东西方

戏剧观的碰撞与融合，在内涵与外延上逐渐呈现出概念混乱与实践脱节的状况，

最终在多元化与全球化的当代戏剧环境中失去历史支撑而走向终结。[2]尽管这篇

论文于 2020年发表在中央戏剧学院学报《戏剧》第 3期，并于同年 11月获得首

届国际戏剧“学院奖”（理论奖）一等奖，但这显然与当下中国演剧体系的热门

状况有所矛盾，毕竟当下的学术界和剧场实践仍在广泛关注、并不断探讨着“中

国演剧体系”。那么，“中国演剧体系”的命题是否真的在全球戏剧融合的当下、

缺乏理论根基和实践依托？带着这一疑问，本文对中国演剧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展

开了系统考察，尤其对“中国演剧体系”这一概念进行了针对性研究，思考这一

命题在中国戏剧融入世界戏剧潮流的今天仍得以存续的合理性。事实上，与其说

“中国演剧体系”应该走向终结，不如认为它正处于一个新的起点。

一、斯氏体系的引入：“中国演剧体系”的诞生

如果不考虑与之相似的表达，仅就“中国演剧体系”这个命题而言，其诞生

时间大致是 20世纪四十年代，且主要是话剧界人士针对“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

系”（以下简称“斯氏体系”）在中国的传播而提出。

1949年以前，斯氏体系在中国的传播大致有两个路径：一是郑君里等人对

斯氏体系著作的译介，二是金韵之等人对斯氏体系的教学实践。据姜涛教授的研

究，1937年以后，以郑君里、瞿白音为代表的前辈们才“陆续翻译并出版了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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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重要的阐释斯氏体系原理的长篇著作”[3]（P11），对斯氏体系原理的初步学习与

研讨也陆续展开，越来越多与斯氏体系相关的文章也纷纷见诸报端；1938年以

后，金韵之来到由余上沅组织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，将她所学到的斯氏体系运用

到了表演教学之中，“带领着学生们朝着斯氏体系的正确方法跨越了一大步”[3]

（P62）。由此可见，斯氏体系对中国戏剧界产生实质性影响可谓始于 20世纪 30

年代末。

在斯氏体系的强烈影响下，自然有人开始探索建立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演剧体

系，“中国演剧体系”这一概念也因此逐步在史料上固定下来。1940年，《新

中国戏剧》在桂林创刊，其《编后记》明确阐述了该刊的宗旨和任务在于“奠定

新中国演剧体系的基础”[4](P376)，从而使“中国演剧体系”这一表述在当时的报

刊上得到确认，尽管当时刊登的戏剧作品，如讽刺短剧《陈璧君大宴阿部》等，

带有明显的话剧特征，但刊物中夏衍的《改革旧戏的步骤》，焦菊隐的《论新歌

剧》等理论文章则表明，中国演剧体系并不局限于话剧，还至少涵盖了旧戏（戏

曲）和歌剧等不同形式。1941年春，袁文殊在翻译诺维茨基《苏联演剧体系》

的后记中提到，这本书“对于研究当代苏联演剧的人和致力于我们中国演剧体系

之建立的人不能说没有一点参考的价值”[5](P414)。尽管此时中国演剧体系的界定

仍显模糊，但结合袁文殊本人的戏剧实践经历，他口中的体系似乎主要指向话剧

的演剧体系。到了 1947年 4月，石挥在《与李少春谈戏》中写道：“从历史上

看，话剧历史又是那样的短浅，我们的前辈没有在演技上给我们留下什么遗

产……在我们自己还没有建立起‘中国底演剧体系’以前，多数人都在无师自通

地东冲西冲，我们的民族形式是什么？又该怎样表现？这正是大多数演员在寻求

的一件艰巨工作。”[6](P167)此处提及的“中国底演剧体系”显然是指以话剧为主

的演剧体系，将戏曲暂时排除在“中国演剧体系”的命题之外。

从建国前的“中国演剧体系”命题可以看出，此概念自诞生之日起，便根植

于中国戏剧工作者对斯氏体系的学习与批判性吸收之中，承载着建立具有本土特

色演剧体系的期望。与此同时，“中国演剧体系”这一概念的内涵，一方面主要

以话剧为核心，一方面又不完全排斥包括戏曲在内的其他表演形式，天然地具有

模糊性与多义性。这种多义性也为后来的争论——中国演剧体系“迷惑于话剧还

是戏曲抑或是二者兼容的内涵所指”[2](P47)——埋下了伏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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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中国成立后，有关“中国演剧体系”的讨论依旧主要集中在话剧界之中，

其学术话语环境仍在对斯氏体系的接受与潜在对抗间发展。1953年，焦菊隐为

北京师范大学音乐戏剧系的同学们做了报告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形成过

程》，他提到：“希望大家在实践的基础上深入学习原著……在提高我们导、表

演水平的同时，要为摸索建立我们自己的演剧体系打好基础”。[7](P275)此时，他

对“我们自己的演剧体系”的理解基本延续了建国前的思路，即在学习斯氏体系

的基础上，尝试构建一套全新的话剧体系。1956年 8月，田汉在中国戏剧家协

会上海分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提到：“我们如何向传统学习呢？……斯坦尼斯拉

夫斯基是一个很优秀的、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戏剧家，一方面我们要学习他的导演

理论，一方面也要学习他的工作方法，通过我们的文献，通过我们留下来的各种

艺术的宝藏，通过我们现在的表演艺术家，要去综合，要去做科学的整理工作，

要把这些东西同样提高到艺术高度、理论高度，成立我们自己的表演理论体系。”

[8](PP48-49)田汉的论述依然坚持以斯氏体系为起点，构建中国的话剧表演体系。这

是可以理解的。话剧界从 1954年开始，先后邀请了列斯里等多位苏联戏剧专家

来华授课，通过干部培训班的方式将斯氏体系带到全国，“直到今天，中国的大

部分戏剧教学机构的导表演教学依然沿用着‘小品—片断—场/幕—大戏’的模

式”[9](P100)。

然而，斯氏体系引进中国的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。先是中央戏剧学院的

老院长欧阳予倩，率先意识到了苏联专家“排演话剧《桃花扇》的失败”[10](P49)。

随后，1956年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上，外国戏剧专家指出：“大多数剧目

缺乏民族特点……中国话剧由于苏联专家的指导在表演技术方面已经达到相当

高的水平，但是，因此也失去了民族性和固有传统。”[11](P6)同年 4月，昆曲《十

五贯》进京演出，引起轰动，周总理在座谈会上强调：“《十五贯》具有强烈的

民族风格……既值得戏曲界学习，也值得话剧界学习……有些外国朋友认为，中

国话剧还没有吸收民族戏曲的特点。”[12](P6)这一系列的事件促使中国话剧界考

虑向传统戏曲学习。但彼时的中国话剧毕竟深受斯氏体系影响，田汉在同年 8

月谈及话剧向传统学习的命题时，仍然沿用了向斯氏体系学习的思路，也算是情

理之中。同样，1959年欧阳予倩在中央戏剧学院授课，谈到《话剧向传统学习

的问题》时，保持了与田汉相同的思路：“我们向易卜生、莎士比亚、莫里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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萧伯纳学习，但为什么就不能向摆在我们面前的几百年的传统学习呢？……我们

要学习传统，要建立我们的体系, 就必须很好地去研究古人的经验。”[13](PP282-283)

在彼时的他们看来，中国的民族戏曲是称不上体系的，只是供话剧学习、完善自

身品格的材料，中国演剧体系的命题从来就独属于话剧。二人在 1960年所做的

讲话《关于继承传统和研究斯氏体系》[14](P370)和报告《建国十一年来戏剧战线的

斗争和今后的任务》[15](P188)也基本延续了这一思路。

综上所述，在 1940至 1960年的前 30年间，“中国演剧体系”命题的初步

构建主要依托于话剧界人士对斯氏体系的吸收与批判性反思。他们在借鉴西方先

进表演理论的同时，力图探索符合中国美学的话剧表演模式，因而这一时期的讨

论始终以话剧为核心，戏曲在“中国演剧体系”中的地位并不显著。

二、向传统学习：“中国演剧体系”的戏曲化

1962年是这一议题发展的重要转折点。1962年 2月，全国话剧、歌剧、儿

童剧创作座谈会在广州召开，黄佐临在会上作了《漫谈“戏剧观”》的报告，首

次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、布莱希特、梅兰芳三人所代表的戏剧观并立起来，指出

话剧界应该“突破一下我们狭隘戏剧观……放胆尝试多种多样的戏剧手段，创造

民族的演剧体系，该是繁荣话剧创作的一个重要课题。”[16](280)黄佐临的发言既

反映了斯氏体系在中国一家独大的现状，也体现了国家领导人对话剧未来发展的

期望：“希望佐临同志出来说一说，如果没有斯氏体系，我们还能不能搞话剧？”

[3](P14)佐临先生很好地完成了他的任务，这段讲话也在中国话剧史上也极有分量。

但值得注意的是，尽管黄佐临对于“创造民族的演剧体系”的构想仍以话剧为中

心，但他将梅兰芳与斯坦尼并列的做法，促使部分学者认为以梅兰芳为代表的戏

曲艺术也应该有其演剧体系。更何况，佐临先生在提到“体系”二字时说：“人

类的戏剧史是一部冗长的、不断的寻求戏剧手段、戏剧真理的经验总结……被肯

定的经验积累得越来越丰富，成为珍贵遗产，流传后代。这份遗产，当它系统化

了，变成体系了，就形成戏剧观。”[16](PP271-272)佐临先生的这一表述，一定程度

上混同了“戏剧观”与“体系”——有了戏剧观，自然应该有其体系。这也为后

来提出“梅氏体系”的观点提供了理论依据，从而间接推动了戏曲界对“中国演

剧体系”命题的借用与再创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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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菊隐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1964年，焦菊隐在广州对戏剧

工作者讲话时谈到了戏曲改革的几个问题，他指出“不可否认，斯氏体系是世界

上先进的演剧体系。但是，我们中国就没有优秀的演剧体系吗？……我们中国有

这么多的剧种，这样悠久的戏剧历史……如果没有我们自己的一套演剧体系，这

是不可能的。只不过我们还没有进行科学的总结，形成一种系统的理论罢了。”

[17](P347)焦菊隐这番话中的“中国演剧体系”无疑指代的是戏曲的演剧体系，它不

仅强化了“中国也有自己的演剧体系”这一印象，也正式将“中国演剧体系”这

一诞生于、也长期应用于话剧界的命题引入戏曲界。1980年，京剧艺术传承人

钮骠在文艺研究上发表了《总结中国演剧体系刻不容缓》[18](P50)，标题中的“总

结”二字正是对 1964年焦菊隐讲话的直接回应与继承，也显现出戏曲界人士与

话剧界人士在“中国演剧体系”上的思维差异：戏曲界更倾向“总结”，而话剧

界更倾向“构建”。

1984年黄佐临在第六届国际布莱希特研讨会的学术报告也提到“至于中国

戏曲艺术的创造思想，为什么一开始就和西方戏剧大异其趣，各走各的路子？为

什么中国历代的戏剧家们会创造出这样一个独具特色的演剧体系？”[19](P239)这样

的表述俨然默认了“中国的演剧体系就是戏曲演剧体系”与“中国戏剧的演剧体

系无需构建”的两个前提，呼应并强化着六十年代他本人和焦菊隐留下的“中国

演剧体系它就在那里，不需要‘建立’，需要的只是‘总结’”的印象。而这两

位话剧界前辈为戏曲界铺下的路，直到 21世纪都仍有学者沿袭、拓展。

至此，“中国演剧体系”的命题彻底浸入戏曲界，不再独属于话剧这一舶来

品，其归属权直到今天也没有定论。新时期以后，“中国演剧体系”的命题已经

融入于话剧与戏曲的双重语境，整体趋势甚至明显偏向于戏曲领域。除了前面提

到的钮骠的文章，1983年 7月，收录于《梨园拾锦》的《李紫贵艺术道路初探》

称：“在李紫贵同志的艺术道路的探索中，不能无视他对斯氏体系与中国戏曲相

结合这一新的历史形态的研究……集思广益，‘一家之言’多了，中国演剧体系

的科学化、理论化也就会加快步伐。”[20](PP217-218)专攻戏曲研究的夏写时分别于

1985年在《戏剧艺术》上发表了《论中国演剧观的形成》[21]，1993年在亚洲传

统戏剧国际研讨会上发表《论中国演剧体系的特征及东方演剧体系存在的可能性》

[22]，这两篇文章都将“中国演剧体系”视为已经存在数百年的戏曲体系，只是“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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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未经科学总结，正处于从古典演剧观向现代演剧观转化过程中”[21](P38)。江苏

省昆剧院的丁修询于 2011年在《艺术百家》上发表《昆曲演剧方法与中国演剧

体系》，其毫不避讳地说道：“昆曲演剧方法和原理厘清之日，便是中国演剧体

系诞生之时。”[23](P123)2019年，董德光在中国戏曲教育高峰论坛的讨论中提到“现

在国家对戏曲不可谓不重视，目前戏曲为什么还抬不起头？因为艺术升门类之后，

我们出现一个重大战略失误。一级学科没有戏曲，我们学校有责任……我们用在

学科上的‘戏剧’是 drama，而‘戏曲’是中国演剧体系……”[24](P70)可以说，

这些戏曲界前辈的研究思路，并未脱离焦、黄二人对中国戏曲演剧体系的认知：

中国演剧的体系只能由存在于这片大地上数百年的戏曲来承担，而不是话剧这一

舶来品。“中国演剧体系”成为戏曲的专属几乎已不容置疑。

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不少话剧工作者也逐渐接受了这一风向，放弃了“中国

演剧体系”的使用权。林兆华导演在《自己的戏剧》中说“我认为中国话剧没自

己的传统……中国只有传统戏曲能称得上是戏剧体系，只是我们缺少有头脑的理

论家去总结它。”[25](P101)与此同时，新一代的话剧研究者们在研究百年话剧史时

也常常对“中国演剧体系”的命题进行更加精确的表达。上海戏剧学院的常春在

对焦菊隐、黄佐临戏剧观念辨析时，特地使用了“中国式现代演剧体系”的说法，

用来指代这一建国前后话剧界前辈的理想。[26](P74)上海戏剧学院的吕双燕也在自

己的博士论文[27]和专著[28]中使用“民族演剧体系”的说法时，十分明确地指出

其“中国话剧”的领域前提。田本相也在自己的文章中使用“中国话剧表演艺术

体系”，以求使自己的表达更加精准，甚至认为“中国话剧的表演艺术体系”在

前辈们的努力下已然得到建立。[29](P6)这一切都表明：话剧界人士已然意识到，

“中国演剧体系”不足以精准指代焦菊隐、田汉、黄佐临、欧阳予倩等前辈们在

学习斯氏体系的基础上建立我们自己的体系的愿望，也意识到戏曲艺术已然是

“中国演剧”最重要的名片，“中国演剧体系”的命题似乎离话剧越来越远了。

三、新时代的回归：“中国演剧体系”的当代价值

时间步入 2020年，“中国演剧体系”在郝戎的重提之下，又迈入了一个崭

新的阶段，它不仅逐渐回归了话剧界，还呈现出了更加多元包容的特点，似乎复

兴了 1940年《新中国戏剧》对于中国演剧体系的构想，也为中国演剧的理论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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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践带来了全新的动力。

2020年 4月，中央戏剧学院院长郝戎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了《创造最新

最美的戏剧艺术（高峰之路）——谈“中国演剧体系”构建》一文，促使话剧研

究者重新审视“中国演剧体系”这一命题，他本人也在各大期刊与报纸上频频强

调它的重要性，将其推向了时代的风口。在此之后，有关中国演剧体系的讨论迅

速增加，除了廖奔、刘彦君的《中国演剧体系的探索及其终结》，还涌现出一系

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。郑欣闻笛以音乐剧《家》的创作为例，探索中国演剧体系，

提醒我们中国演剧不止话剧和戏曲，音乐剧也是其中的一份子；[30]陈杰、杨乐发

表了《欧阳予倩与中国演剧体系的构建——基于 1958年“戏剧艺术座谈会”的

考察》，将 1958年的那场几乎被忽略的座谈会带到研究者的视野当中，充实了

话剧史研究的史料；[31]上海戏剧学院的孙惠柱和秦子然发表了《斯坦尼体系与梅

兰芳是否相通？——兼论中国演剧体系的构建》，提议将戏曲界的“以戏带功”

引入话剧表演的训练体系，更是提出了“用经典话剧片段编制教材系列”[32](P16)，

根据不同剧本的风格，安排表演专业的教学，为中国话剧表演体系的学科建设提

供了一条可操作性极强的现实进路。2025年初，中央戏剧学院推出了“中国演

剧创排计划”的第一部作品《北京人》，其中京剧系学生表演话剧的设计，激起

了学院内外的多重讨论。导演曹艳明确指出“排演话剧《北京人》是在构建‘中

国演剧体系’的导向下，运用中国演剧的方法排演中国现代话剧经典剧目的一次

探索实践”，这表明“中国演剧体系”的理论方法正在发挥其对中国演剧实践的

指导作用，这样的实践也将为理论的构建提供支撑。其艺术总监刘杏林也提到“演

剧方法的建构，在不断的代际接续和大量实践中才有可能。任何纸上的研究，也

离不开案例和事实基础。”[33]

与此同时，戏曲界前辈对于“戏曲是中国演剧体系”的强调，同样也反映在

了戏曲艺术与曲艺艺术的学科建设上。2022年 9月 13日，教育部发布了《研究

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》，其中“戏曲与曲艺”获得了与“戏剧与影视”

相同的一级学科地位，不再列属于“戏剧与影视”的二级学科，董德光先生所说

的戏曲学科上的“重大战略失误”已经成为历史。自此之后，“中国演剧体系”

无论如何也绕不开“戏剧与影视”和“戏曲与曲艺”这两个一级学科。

在此背景下，郝戎在 2023年[34]和 2024年[35]两度提出，应当着力探索构建

张卉洋
高亮
这俩现在都是二级学科

与此同时，戏曲界前辈关于“戏曲是中国演剧体系”这一观点的强调，也在学科建设层面得到呼应。2022 年 9 月 13 日，教育部发布《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（2022年）》及其《管理办法》，在艺术学门类下新设博士、硕士专业学位类别“戏曲与曲艺”（代码 1355），与“戏剧与影视”（代码 1354）并列设置，不再附属于后者的二级学科。董德光先生所言戏曲学科的“重大战略失误”由此成为历史。从此，“中国演剧体系”在学术与人才培养层面，都难以绕开“戏剧与影视”与“戏曲与曲艺”这两大并列的专业学位类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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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话剧—戏曲—曲艺”三位一体的表演体系，将曲艺纳入中国演剧体系的整体范

畴。尽管这与其在 2021年发表的《中国演剧体系构想》中“将曲艺学纳入‘戏

剧与影视学’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”之设想存在一定差异，却并未推翻“话

剧、戏曲、曲艺三位一体的学科构成”[36](P9)。此举不仅彰显了郝戎在学科设置

方面的敏锐洞察，也使人们从这一系列变化中深切体悟到，“中国演剧体系”的

构建从来不仅仅依赖个体的努力，亦不局限于话剧一隅，甚至不止于话剧、戏曲、

曲艺等传统范畴，有理由相信，影视、动画、游戏等多种艺术形式亦可融入其中，

共同推动这一体系的形成与发展。这正呼应了 1940年《新中国戏剧》对新中国

演剧体系的构想——不止是话剧、旧戏、歌剧，还可能有更多演剧形式的加入。

时至今日，我们看到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实践，也有不少领域在理论层面探

索属于中国的体系。《原神》中的《神女劈观》将京剧唱腔引入数字游戏，成为

戏曲传播的新路径；《黑神话：悟空》中将陕北说书与动作游戏融合，拓展了传

统说唱艺术的表现空间。一系列作品不仅打破了演剧边界，更提供了具体案例，

使“体系”不再是一种抽象的学术命题，而成为可以被体验的文化现实，为中国

演剧提供了一系列案例参考。而在理论层面，早在 2015年，聂欣如就在《文艺

研究》上发表了《中国动画表演的体系》，探讨了在西方动画表演的两大体系影

响下，中国动画如何将戏曲的程式化美学引入表演，并通过《大闹天宫》与《三

个和尚》的比较，论证了“中国意味的表演不能过于‘外露’……展示了中国民

族风格表演体系更为开阔的前景，有一种程式化创新的意味，为后人提供了极大

的想象空间。”[37](P115)这也呼应了话剧在借鉴戏曲时不应局限于技法，更应将戏

曲之美学融入到话剧表演之中。2020年，厉震林在《从历史到现实：构建中国

电影表演学派话语体系》中指出，中国电影表演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诗意现实主义

表演风格、体验学派表演方法和中和性表演哲学，正是在继承传统戏曲美学的基

础上对西方表演体系的超越和创新，这一影视领域的体系建构为我们构建具有中

国风格的演剧理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。[38]这些跨领域的努力共同揭示出一个

趋势：中国传统文化正以多种形式与当代表演艺术融合，推动我们从“表演技法

的输入”走向“演剧美学的输出”。

无论是从流行文化的具体实践，还是动画、电影等领域对中国学派的建构，

中国传统文化正以多种形式与当代表演艺术深度融合。这不仅为当下的流行文化

张卉洋
下划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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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品注入了鲜活的民族元素，也为我们发掘和创作具有中国风格的演剧作品，构

建中国演剧的理论体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支撑。因此，“中国演剧体系”

的命题，其理论与实践价值不容忽视，理应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持续深化探讨。

四、回望历史：另一个“体系”之争

回望上世纪末的戏剧学术争鸣，不难发现，当时也曾有一场同样引人注目的

“体系”之争。对那段历史的考察，能够帮助我们跳脱当下语境的局限，从历史

视角更好地审视“中国演剧体系”。

1962年，全国话剧、歌剧、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在广州举行，黄佐临先生在

会上的讲话《漫谈“戏剧观”》首次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、布莱希特、梅兰芳三

人的戏剧观并列，为学术界留下了“三大戏剧观”的印象。由于当时的政治背景，

这次发言并未引起广泛影响。进入新时期以后，黄佐临先生为 1981年出版的《京

剧与梅兰芳》撰写了一篇文章，被梅绍武先生译为中文《梅兰芳、斯坦尼斯拉夫

斯基和布莱希特戏剧观比较》，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上，再次为戏剧界强化了“三

大戏剧观”之说。

或许是从黄佐临先生的文章中得到了启发，当时还是青年学者的孙惠柱教授

于 1982年在《戏剧艺术》上发表了《三大戏剧体系审美理想新探》，正式将“三

大戏剧体系”的概念引入了学术界。[39]随着戏剧观大讨论的广泛开展，直接继承

了“三大戏剧观”的“三大戏剧体系”便和黄佐临先生紧密联系了起来。随着黄

佐临先生于 1994年的逝世，不少学者发文缅怀，其中有不少文章都提出黄佐临

是“三大戏剧体系”的创始人。对此，康建兵引用了童道明、丁罗男、林克欢等

前辈的文章来佐证。[40](P167)至此，有关“三大戏剧体系”的说法彻底在学术界扎

下根来。

针对这一现象，廖奔先生也正如他在 2020年发表《中国演剧体系的探索及

其终结》一样，展现了极强的概念敏感度和理论思辨力。《廖奔文存》收录了他

在 1997年刊载于《人民政协报》的访谈文章《“世界三大戏剧体系”说的误区》，

其中明确提出：“世界三大戏剧体系”的提法“在概念上是含混不清、缺乏逻辑

前提与科学性的”[41]（P223），从学理上拆除了“三大戏剧体系”的并列关系之根

基。但在这篇文章的最后，廖奔先生也表明了他对黄佐临先生将斯、布、梅三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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戏剧观并列的看法：“我们这里指出‘世界三大戏剧体系’说的误区，并不等于

否定黄佐临先生的敏锐理论眼光与卓越舞台实践。恰恰相反，正是由于具备这些

天赋，再加上一个人民艺术家的良知与胆魄，他才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，提

出一个必要的理论前提，从而推动中国一个阶段的戏剧实践。”[41](P230)在这里，

廖奔先生站在历史的立场上，对“三大戏剧观”的提出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。

后来，傅谨先生扩展了这一思路，指出“找到明显错误的所谓 ‘世界三大戏剧体

系’说广泛流传的原因, 比起简单地指出其错误或疏漏, 更为重要也更具启发性。”

[42](P86)

时隔多年，又一个理论根基不稳的“体系”出现了，倘若真如廖奔先生所言，

中国演剧体系的探索应该终结，用“清算”的态度来对待它，恐怕这与他对黄佐

临先生的宽容有所不同。同时，董健先生的态度或许也能给我们一些启发：“我

承认有些根本问题还得下死功夫钻研，才能说得清楚。回到旧观念、旧文化秩序

上，一切都很平静，不会再有争论。但我认为，那种‘平静’几乎等于死亡。我

们宁要有缺陷、不完美的‘生’，也不要完美无缺的‘死’。”[43](PP131-132)

笔者认为，今日中国演剧体系的概念重提，是在特殊历史环境下的、一个可

能不尽准确但不失价值的理论框架，其目的是推动中国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戏剧实

践。诚然，它有其概念上的先天缺陷，或许有一天也会被扫入历史的旧纸堆，但

倘若争议止息，讨论冷却，恐怕这恰恰背离了以问题意识为动力、以实践验证为

根基的学术范式。因此，“中国演剧体系”或许不必急于终结，身处其中的每一

个戏剧人都不妨、也应该思考重提这一命题的缘由，其可贵之处同“三大戏剧观”、

“三大戏剧体系”一样，“首先在于视野的宽度和高度，绝非仅是具体观点的释

放”[40]（P169）。由此可以说，中国演剧体系无需终结，由这一概念所引发的种种

讨论应该持续下去。

结语：循融合之思，申体系之魂

廖奔先生在《中国演剧体系的探索及其终结》中提出“中国演剧体系”这一

命题已“完成其历史使命”，并在文末以“东西方戏剧融合”的判断作结。表面

上，这似乎是一个终结判断，实际上却预设了一种未来走向。正是这一“融合”，

为中国演剧体系提供了最具力量的理论起点。如果说，20世纪 40年代提出“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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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演剧体系”，是为了抗衡斯氏体系的强势输入；那么，21世纪重提这一命题，

则是为了回应全球剧场文化的交汇状态，回应中国艺术如何在世界戏剧版图中站

稳自身位置。所谓融合，并不意味着抹平差异，而是以更主动的方式参与世界对

话；不是取消边界，而是用中国的文化逻辑，重塑世界的舞台。

因此，“中国演剧体系”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民族叙述，其本身就具有现代性。

“中国演剧体系”根植于百年以来的话剧传统，丰富于传统戏曲的程式思维与虚

实美学，同时也以开放姿态吸纳现代派、数字戏剧、沉浸式剧场等当代表演新形

态。它强调的“中国”，不是排外的民族性，而是兼容并蓄的整合力，是在面对

全球剧场语境时依然能够“以我为主”的自信。只有先有“我是谁”，才能谈“我

们怎样交融”。倘若廖奔先生的“融合”是一种纯粹的审美判断，那么“中国演

剧体系”正是这一判断的技术形态与学术承载体。体系不是融合的反面，而是融

合的路径与方法。

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言：“演剧艺术不是永恒的，它随同它的创造者的逝世

而消亡。”[44]尽管这一观点显得颇为悲观，但他的“体系”却活在无数导演与演

员的训练中，活在被改写、被误读、被继承的全球舞台实践中。体系并不会因为

历史的逝去而终结，只会因为失去继承而沉默。同样的，如今我们重提“中国演

剧体系”，不是为了复古，也不是为了标榜身份，而是为了回应当代中国波谲云

诡的戏剧新形态。在一个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的全球剧场中，唯有拥有体系，方

能对话世界；唯有确立自身，方能走向融合。

“中国演剧体系”无需终结，它并不等待一个终极定义，而是等待着更多真

正投身其中的思考者、行动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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